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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以明道”，两者共同影响了归有光“经世致用”的文学观;“道事实”的创作原则，真情实感的
抒发，以及“以质为文”的艺术追求，则构成了归有光文学思想的核心内容。

关键词:质实;经世致用;“道事实”;“发吾之愤愤”;“以质为文”
中图分类号: I206． 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731( 2013) 01-0058-05

在明代文学史上，归有光往往给人一种“双面

人”的印象。他之所以广为世人所推重，是因为他

能够以平淡、质朴的语言，娓娓道出人间最真挚、最
动人的日常情感。然而，在他的文论话语中，更多地

却是有关文与道、文与教化之间关系的探讨。如何

理解这种矛盾现象呢? 我们当然可以简单地视其为

归有光文学思想的不同侧面，然而两者之间确乎有

着共同的思想基础。崇尚“质实”，既是归有光学术

思想之重要特征，又是其文学思想之根基; “实”的

多重内涵生发出归有光文学思想的不同侧面，“以

质为文”则是完成归有光文学思想体系构建的关键

理论。

一、从“真知力行”到“经世致用”

崇尚“质实”，首先体现于归有光反对空谈义

理、主张真知力行的学术思想中。
归有光的学术思想徘徊于传统儒学与宋明理学

之间，具有突出的折衷色彩。归有光有独立的治学

精神和独到的学术见解，他对朱子学、阳明学都有所

批判，并由之形成了“求源返本”的学术思路，论学

直指孔子的“仁”道思想。归有光肯定朱子，则称其

大义“不谬于圣人”; 论其不足，则云“然时虚心反

覆于圣人之本旨，则于当时之论，亦未必一一符合，

而或时有过于离析附会者”。何为“圣人本旨”? 归

有光曰:“夫孔氏之学，学者所为终身孜孜不倦者，

求仁而已。”［1］( P223)“而求其一言而尽之者，曰‘君

子学道则爱人’而已。”［1］( P225) 可知归有光的立学宗

旨便是要寻求孔子之仁道。
圣人之道何处寻求? 在此问题上，归有光学术

思想的折衷特征表现得最为突出。一方面，他肯定

心的本体地位，主张向心中求道。其于《忠恕违道

不远》中云:“盖道根诸心，心所自有，奚庸之他! 故

求道于有者，求诸心之谓也。”［1］( P697) 同时，他也不

否定六经的重要价值，并认为六经是领会圣人之道

的重要途径。其于《示徐生书》中云:

夫圣人之道，其迹载于六经，其本具于吾
心。本以主之，迹以征之，灿然炳然，无庸言矣。
心之蒙弗亟开，而假于格致之功，是故学以征诸
迹。迹之著，莫六经若也。六经之言何其简而
易也! 不能平心以求之，而别求讲说，别求功
效，无怪乎言语之支，而蹊径之旁出也!［1］( P150)

在归有光看来，六经是圣人之道的外在形迹，其本体

则存在于吾人心中。又，其于《与沈敬甫》中云:“学

者当识吾心如此，非独尧、舜、周、孔之心如此也。”
［1］( P861) 非特圣人之心如此，人人皆具此心。故从自

我心中体认，心体朗现，便是圣人之道。而于此心未

能达到圆融境地之时，则格物致知之功亦可作为进

学门径。既然六经是圣人之道的外在形迹，则通过

六经亦可探求圣人之道。但归有光又指出，六经言

语，本自简易明白，无须割剥离析，更不要牵强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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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就只能造成经义支离、蹊径旁出的后果。其所

谓“别求讲说”，正是针对宋、明以来标榜门户、竞相

讲学的风气而论。
归有光虽然肯定六经的重要价值，却反对将其

视为简单的、一成不变的教条，认为解读六经必须有

自得之见。他在代人作的《经义序录》中谈到:

昔孔子修述先王之经，以教其门人，传之世
世不绝。遭秦燔书，汉儒存亡继绝，不遗余力。
自此六经稍稍备具。……宋儒始以其自得之
见，求圣人之心于千载之下。然虽有成书，而多
所未尽，赖后人因其端以推演之。……欧阳子
曰:“六经非一世之书，其将与天地无终极而存
也。”以无终极视千岁，于其间顷刻耳。则予之
待于后者无穷也。嗟夫! 士之欲待于无穷者，
其不拘牵于一世之说明矣。［1］( 32 － 34)

归有光于此表现出一种既推重六经又十分通达的学

术态度。他认为解读六经不可拘牵于一世一家之成

见，务必有“自得之见”，方可得“圣人之心”。换言

之，六经具有无限的阐释空间，只有有了切实体会和

独到见解，才能真正领会其思想精髓，并不断推动儒

学思想的新进展。同时，他又反对标新立异、师心自

用，而要以自己的切身感受去体察“圣人之心”。故

又于《与潘子实书》中云:“夫经非一世之书，亦非一

人之见所能定。而学者固守沉溺而不化，甚者又好

高自大，听其言汪洋恣肆，而实无所折衷。此今世之

通患也。”［1］( P150) 可知归有光论“自得”，既不赞同循

常守故，又反对浮夸空谈，强调的是自我的切实体

会。
归有光主张以易简之方式求圣人之道，且能有

自得之见。在此基础上，他更强调践履的意义。其

于《答顾伯刚书》中云:

《论语》之书，孔子与其门人论学者最详。
其答诸子之问仁，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
礼勿言，非礼勿动。”曰: “其言也訒。”“出门如
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皆自其用处言之，未尝块然独守此心也。
［1］( P148)

在归有光看来，儒家精神的可贵之处正在其践履品

格。此处所谓“自其用处言之”，“用”与“体”相对，

既是指工夫，又是指践履。此即谓圣门学问不是孤

立地存养此心，而是要在实实在在的社会生活中，在

具体的道德实践中，体悟“仁”的精神，切实修养身

心道德。其于《送王子敬之任建宁序》中为朱子辩

护称:“夫今欲以讲学求胜朱子，而朱子平生立心行

事，与其在朝居官，无不可与天地对者。讲学之徒，

考其行事，果能有及于朱子万分之一否也? 奈何欲

以区区空言胜之!”［1］( P223) 可见，虽然归有光对朱子

的学术思想存有疑问，但对其“平生立心行事”中所

表现出的道德境界却给予了至高的评价，称其“无

不可与天地对者”。而在归有光看来，正是朱子的

道德实践而不是讲学，确立了其崇高的学术地位，故

其地位绝非空谈心性的“讲学之徒”所能撼动。
务易简，求自得，重践履，提倡真知力行，正是归

有光学术思想的精义之所在。这对其经世致用的文

学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归有光对文章的价值期许很高。其于《项思尧

文集序》中称:“余谓文章，天地之元气。得之者，其

气直与天地同流。虽彼其权足以荣辱毁誉其人，而

不能以与于吾文章之事; 而为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

荣 辱 毁 誉 之 权 于 已: 两 者 背 戾 而 不 一 也 久

矣。”［1］( P21) 又于《保圣寺安隐堂记》中称:“夫文章为

天地间至重也。”［1］( P401) 前者强调文章的独特价值，

后者极论其重要地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文章是

一片完全独立的天地，与其他价值体系毫无关系。
在归有光看来，正是因为文章有益于世道人心，所以

才会有如此高的地位。其于《山斋先生文集序》中

论道:

余尝谓士大夫不可不知文，能知文而后能
知学古。故上焉者能识性命之情，其次亦能达
于治乱之迹，以通当世之故，而可以施于为政。
顾徒以科举剽窃之学以应世务，常至于不能措
手。”［1］( P25)

所谓“能识性命之情”“达于治乱之迹”，是讲文章的

功用，正是“文以明道”思想惯常的言说方式。归有

光一方面感叹于科举应试之文不足以明圣人之道，

一方面又以“明道”之准则要求科举文字的写作:

第今所学者，虽曰举业，而所读者即圣人之
书，所称述者即圣人之道，所推衍论缀者即圣人
之绪言。无非所以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之事，而出于吾心之理。夫取吾心之理而日夜
陈说吾前，犹能顽然无慨乎中乎? 愿诸君相与
悉心研究，毋事口耳剽窃。以吾心之理而会书
之意，以书之旨而证吾心之理，则本原洞然，意
趣融液。举笔为文，辞达义精，去有司之程度亦
不远矣。［1］( P151)

归有光认为，圣人之道即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且需

将心中之理与经书之旨相互印证，即可融会贯通，发

为文章，辞达而义精。这与其本源六经而“必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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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得”的学术思想是完全一致的。然而，虽然归有

光论圣人之道、本心之理，却并没有太多心性主义的

色彩，而是指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符合其

重践履的学术思想，及其积极用世的人生追求。况

且，归有光重践履的学术思想并非局限于理论层面，

而是充分体现于其社会实践与创作活动之中。归氏

一生，久困场屋，仕途蹭蹬，却从不乏强烈的社会责

任感，集中体现为其为吴中水利与抗倭战争所做的

努力。三吴之地，向称富庶，而百姓却常为涝灾所

苦。归有光为此遍览群籍，撰写了《三江图叙说》
《淞江下三江图叙说》《水利论》《水利后论》《三吴

水利录》《水利书序》《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论今年水

灾事宜书》等一系列文章，探明吴中江河源流，并提

出很多切实可行的治理水利的建议。嘉靖中，倭寇、
海盗侵扰东南沿海，归有光积极投身于抗倭斗争中，

先后写下了《御倭议》《备倭事略》《昆山县倭寇始末

书》《上总制书》等文章，留下了昆山军民抗倭的历

史记录，还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主张。因此，归有

光既主张“文以明道”，却不是空谈性理，而是要有

益于世道人心、国计民生。其于《言解》中论道:“言

恶乎宜? 曰: 宜于用，不宜于无用。”［1］( P96) 包含了类

似的思想倾向。总之，强调文章的经世致用，是归有

光文学思想中不可忽视的一个侧面。尽管归有光的

文集中亦不乏陈腐、迂阔的宣扬道德教化之作，却不

能遮蔽其强烈的担当意识之光辉。

二、“道事实”与“发吾之愤愤”

对于那些记人、叙事为主的文章，归有光则要求

道事实、写真情。其于《孙君六十寿序》中云: “予谓

文者，道事实而已。其义可述，而言足以为教，是以君

子志之。”［1］( P328) 可知，归有光所谓“道事实”，亦非如

实地记述全部的事件，而是选择那些值得记述的东西

而记述。换句话说，就是能够“不虚美”，却不能“不

隐恶”。文章毕竟不同于历史，尤其是寿序、墓志铭一

类的文章，称颂本是潜在的文体要求。对这些文章来

说，能做到“不虚美”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归有光本人

对此亦有明确的解释，他在《王府君墓志铭》中谈道:

“君既病，命其子属其从子执礼曰:‘吾见世之为铭志

者，率以美行饰其人，顾亦何当? 而使死者长愧于地

下! 惟归子文质，几得其实。吾死，汝为状，必请之

铭，可无憾。’”［1］( P461) 此等文字，既可视为当时人对归

有光的赞许，也可看作震川本人对“质实”文风的自觉

追求。况且，在某些文章中，归有光并不避讳记述传

主的一些性情缺陷，甚至会极其含蓄地批评其道德品

行。①( P184、185) 比 如，在《朱 夫 人 郑 氏 五 十 寿

序》［1］( P297、298) 中，震川即以极其隐讳的笔法表达了其

对朱太常以方术得幸的不满。其实，归有光强调事

实，并不只是要揭示人物的真实面貌而已，更是要追

求一种逼真的艺术效果。比如，他在《与王子敬三首》
中谈 到: 《思 曾 墓 表》，描 写 近 真，生 眼 观 之 如

何?”［1］( P866) 可知归有光深以其逼真的效果而得意。
而且，真实还意味着自然、不虚浮、不造作。如其所

论:“近来颇好剪纸染彩之花，遂不知复有树上天生之

花也。”［1］( P865) 正体现了归有光对天然韵致的自觉追

求。更重要的是，当“道事实”与“写真情”结合在一

起时，距离文学审美就只有咫尺之遥了。
归有光对“真情”的强调，最终打开了其文章观

与文学观之间的通道。归有光对情的肯定，与其对

心学思想的接受有关。从理论上说，王阳明讲本心，

实质上是就性、而非就情而言。但他视情为良知之

自然发用，认为情若能顺良知之自然流行，便无所谓

善恶。因此，在阳明心学的价值体系中，有情的一席

之地; 或者说作为人的自然本性，情至少是被认可

的。而王学在嘉靖朝大礼议中所扮演的角色，则体

现出其在事实上对情的重视。②归有光论情与礼的

关系，与大部分心学学者的观点相一致。其于《书

冢庐巢燕卷后》云:“然予以为天下之礼，始于人情;

人情之所至，皆可以为礼。”［1］( P118) 当然，此处归有光

所言之情，主要还是指人伦之情，而非完全个体化的

私人情感。对此，学者或以为归有光是将外在的人

伦道德内化为人性之美，在散文领域找到了一条文、
道结合的新路子。这种推测是很有见地的。至于归

有光是否有这样一种自觉的建构意识，似乎并不重

要; 他的确在事实上发挥了这样的作用③。考虑到

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我们大可不必苛责归有光未能

明确地提出以文抒情的理论主张。何况，在与友人

的一篇简牍中，归有光对此已经作出了一种较为明

确的表述。其于《与沈敬甫》中云:“《圹志》，子建云

亦似。但千古哭声，未尝不同，何论前世有屈原、贾
生耶? 以发吾之愤愤而已。”［1］( P873) 所谓“发吾之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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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沈新林《归有光评传·年谱》第 184、185 页相关论述，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
参见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第 273 ～ 288 页相关论述，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参见陈书录《明代诗文的演变》第四章相关论述，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



愤”，显然已是一种纯粹自我情感的抒发了。另外，

《沈母张孺人墓志铭》中有如下一段文字，也很能说

明归有光重“真情”的文学思想: “吾妻，沈之自出，

呼孺人为嫂。然年最少，孺人尝在他所，未尝相见。
先五月，吾妻死。孺人独曰: ‘嗟呼! 贤者固不能久

生于今世?’因流涕累日。予屏居安亭江上十余年

矣，自遭此痛，回首平生，惘惘无可向人道者。或讥

以私丧踰礼，而不知实有身世无穷之悲，闻孺人之言

而为之屡恸焉。”［1］( P508) 因为他人作墓志而念及自己

的亡妻，引起无限的悲痛。尽管将之记入文中，颇有

违礼之嫌，却平添了许多哀伤，且衬托出其人之善

良。这种别具一格的创作方式，尤其突现出归有光

对真情实感的重视。
事实上，即使没有这样的表述，人们所熟知的那

些“抒情散文”也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归有光文

学思想中的“情”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情感。正是这

些抒发真挚的日常情感的文字，构成了归有光作品

中最富于“文学”意味的精华篇章。《项脊轩志》《先

妣事略》《思子亭记》等自然是最典型的范本。即便

是那些赠送序、寿序一类的应酬文字，往往也以真情

实感而取胜。以《濬甫魏君五十寿序》一文为例:

余始为魏氏诸倩，而濬甫年小于予。时尚
垂髫，见余，握手甚亲。及濬甫自真义游学城
中，时时来过其女兄，即留饮，相欢也。……明
年为嘉靖四十一年，濬甫年五十，以正月二日为
初度之辰。其子婿沈尧俞，以余计偕北上，先期
请余文为寿，至期张设之。盖以余最亲，又知之
深也。然余见濬甫之少，又见其子之成立，又老
而为寿，而吾舅姑与濬甫之女兄，已隔异世，则
余之所感多矣。

度濬甫华堂燕坐，子倩奉觞，宾朋杂沓，笙
歌满耳。则余方孤舟栖泊于江、淮之间，自此蒙
雾露、凌霜雪，又三千里。持空然无有之躯，欲
以献吾君，岂不愧濬甫? 而欲为濬甫可得耶?

古者五十曰艾，服官政，又十年始爵命为大
夫。则士之效用于世，任天下之事者，适濬甫之
年。而濬甫苟自安逸，非恭简公之教。汉李固
荐樊英、黄琼云:“一日朝会，见诸侍中并年少，
无一宿儒可备顾问。”则老成之人，实国家之所
须。重年少而忽耆老，岂世道之福耶? 余以是
惜濬甫之自止，而又以叹余之无所用而不知止
也。是为序。［1］( P322)

本是一篇为人祝寿的文字，归有光却写出了无尽的

温情与沧桑。“时尚垂髫，见余，握手甚欢。及濬甫

自真 义 游 学 城 中，时 时 来 过 其 女 兄，即 留 饮 相 欢

也。”寥寥数语，即生动地描绘出姐弟、姻亲间的依

依亲情，亲切而极有分寸。“然余见濬甫之少，又见

其子之成立，又老而为寿，而吾舅姑与濬甫之女兄，

已隔异世，则余之所感多矣。”自幼及老，归有光就

是魏氏生命历程的见证者; 由此一生命历程，震川感

受的是岁月的流逝与世事的沧桑; 而此一历程又伴

随着亲人的相继离世，这些生命曾经是那般鲜活地

存在于他们的生活中，而此时却早已化为尘土，永不

可期! 感叹之余，岂不令人黯然神伤! 而想到濬甫

喜庆寿辰之际，自己方漂泊于赴试途中，又平添几分

无奈与凄凉。“自此蒙雾露、凌霜雪，又三千里。”一

个“又”字充分体现了作者欲罢不能的矛盾心态。
而末段对当世取士之道的一番感慨，与其说是对濬

甫中岁而止的惋惜，不如说是归有光怀才不遇的愤

慨之情的真实呈露。就在这一篇数百字的寿序文

中，交织着欢愉与辛酸、温情与悲慨，处处不离乎濬

甫之事，而又无不是作者之情! 这正是归有光散文

的一大特色。《李太淑人八十寿序》《六母舅后江周

翁寿序》《见村楼记》《世美堂后记》等大都类此，均

抒写出种种可感可泣的亲情或友情。

三、“以质为文”

在文章的表现内容上，归有光主张道事实、写真

情; 与此相应，“质实”则成为其文章风格的基本取

向。然而，若止于“质实”而已，则明代散文史必不

能有今日之面貌。“以质为文”的创作思想，既体现

了归有光崇尚“质实”的一贯倾向，又突显出其自觉

的文学创作意识。其于《庄氏二子字说》一文中有

以下论述:

文太美则饰，太华则浮。浮饰相与，敝之极
也。……以文为文，莫若以质为文。质之所为
生文者无尽也。［1］( P84)

是说文不可以太过华美，需质朴才好，否则就会显得

伪饰或浮浅。但其所谓“以质为文”，亦非一味地追

求质实。“质所以为生文者无尽也”，即是要从质朴

的文字中生发出无尽的审美意趣来。结合归有光散

文创作的实际情形，可知其主要的创作主张，即是以

平实、简洁的文字，抒写真实、质朴的情感，从中体现

出天然意趣、或生发出无尽的感慨。
归有光散文语言平实质朴，然而却极富表现力，

描摹事物形象生动，抒写情志意味无穷，这主要得益

于其造语之精当。如《张自新传》一文，区区八百

字，完整地叙述了张自新坎坷而不幸的一生，并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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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描绘出其质朴、刚直而又略嫌迂憨的个性特征。
“性方简，无文饰”六字极其凝练地概括了其全部的

性格特征，“带笠荷锄，面色黎黑”与“危襟正坐，啸

歌古人”的生活方式，则体现了其于困顿生活之中

的挺立人格。“目直上视，气勃勃若怒”更是传神，

一副自信、憨直、可爱又有些可笑的书生形象跃然纸

上; 而“群儿欲殴之”，则从侧面进一步烘托出张自

新突出的个性特征。收尾之句“自新家在新洋江

口，风雨之夜，江涛有声，震动数里。野老相语，谓自

新不亡云”［1］( P600) ，尤为神来之笔! 以“风雨之夜，

江涛有声”象征自新久久不肯离去的灵魂，凄清、悲
苦、不甘、执著与痛惜，种种意味尽融于这一令人心

悸的图景中，引而不发，含蓄隽永，令人回味无穷。
“质实”的确是归有光文章风格之基本特征，但

他却往往能于质朴、平实的叙述中突然插入极为警

策的语言，从而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首先，震川善

作穿插。如《六母舅后江周翁寿序》中“夫人生百年

如旦暮，此亦过者之论。先孺人长母舅一岁也，以今

追先孺人之世，岁月遥遥，何其久也。”［1］( P331)《侗庵

陆翁八十寿序》中“余少时，尝之虞山下老子之宫，

有桧，盖萧梁时物也。余始识翁于此。是时翁年尚

少，同游有三四人。婆娑古桧之下，相与太息，以为

此树自天监至今一千二十有八年，来观游者，不知其

几世人也! 今同时游者皆化去，而翁独高年寿考。
信知万物之得于天，其短长之相悬绝，念之不能不怃

然也。”［1］( P337) 均于平实的叙述之后宕开一笔，抒写

自我深透的人生感慨，使得或许平淡无奇的文章顿

时变得余韵悠长。此外，震川亦善于描绘与渲染。
比如在《王母顾孺人六十寿序》中，震川极力渲染了

王子敬的人生感受:“回思二十年前，如梦如寐; 如痛

之方定; 如涉大海，茫洋浩荡，颠顿于洪波巨浪之中，

篙橹俱失，舟人束手，相向号呼; 及夫风恬浪息，放舟

徐行，遵乎洲渚，举酒相酬。此吾母今日得以少安，而

执礼兄弟所以自幸者也。”［1］( P358) 一系列的比喻，将一

种劫后余生的心灵悸动与庆幸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平平淡淡的叙述中插入极其惊艳的一笔，顿时能令

整篇文章光彩四溢，正是震川笔力老到处。
归有光之所以能以质实的语言传达出无尽的风

神，最关键的因素还在于其文中无处不在的真实情

感。震川精于结构布置，却能做到自然浑融，很重要

的一个原因是他能够以情统法，而非以法役情。如

《见村楼记》［1］( P369) 一文，全文五百余字，名曰“见村

楼记”，而正面描述此楼者不足百字; 其先追寻亡友

之故宅，其后追忆昔日之交情，似乎有些漫无边际，

且有喧宾夺主之嫌。而全文浑融无迹、一片氤氲，并

无断裂、游离之感，是因为有一种生命感慨贯穿其

中。通篇而论，“见村楼”只是纽带，将种种相关情

形串联起来，蕴含其中的生命感慨才是文章真正的

主线。《项脊轩志》又何尝不是如此? 该文以“项脊

轩”为叙述背景，将许多零散的生活场景或瞬间感

动置于其中，从中表现出浓郁、深沉的真挚情感。关

于此类文章，方苞称其“至事关天属，其尤善者，不

俟修饰，而情辞并得，使览者恻然有隐”［2］( P117) ，十分

准确地把握住了归有光质实中得风神，及其真实感

人的艺术风格。
茅坤在《庐陵文钞引》中称赞司马迁云: “西京

以来，独称太史公迁，以其驰骤跌宕，悲慨呜咽，而风

神所注，往往于点缀指次外，独得妙解。”［3］( P836) 论欧

阳修则云: “一切结构裁剪有法，而中多感慨、俊逸

处，予故往往心醉。”［3］( P832) 与史迁、欧公相比，归有

光于俊逸处或有不及，却能于指画之间抒发感慨，妙

得风神，深得二家之精髓。茅坤亦多于行文中抒写

悲慨情怀，却往往失之直白，缺少一种深沉、含蓄的韵

味。因此，以“风神”概括《史记》与唐宋古文的艺术

特征，是茅坤重要的理论贡献; 而真正能将此种“风

神”落实于文章创作中的则只有归有光。以质朴的文

字传达无限的感慨、风神，是归文最突出的特征，也最

终决定了归有光在中国散文史上的突出地位。
综上所述，归有光崇尚“质实”的文学思想，实

则包含了两个不同的侧面。一方面，归有光主张

“文以明道”，要求表达作者对理道的真切体悟，并

带有明确的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他主

张道事实、写真情。前者体现了归有光杂文学观的

思想特征，后者则有利于散文创作向着文学审美的

方向发展。而“以质为文”的创作思想，则是归有光

的散文创作既不失本色又不失水准的重要保证。在

此前提下，其重“真情”的文学思想，使得文学对人

性的抒发由伦理之情转向了自然性情，而又不至于

流于欲; 其中正平和的抒情方式，及其质朴、生动的

文章风格，则是归有光散文真挚感人而又含蓄隽永

的艺术特征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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